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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社会中的权力主题再发现

在 2016 年的一篇学术自传中，“信息时代三部曲”的作者，网络社会理论的缔造者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坦陈，在他从城市社会学、网络社会理论到传播权力这些纵横捭阖的研究主题中，始

终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具有多维具象性的权力主轴”。a 然而，在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

中，尽管他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多元角度论述了 20 世纪中叶信息科技革命给全球权力分配结

构带来的深刻变化，然而，具有“多维具象性的权力”是如何在网络信息社会得以生成与变化的，卡斯

特却语焉不详。这给他一手打造的网络社会理论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其中，最核心的理论问题即是：在信息科技革命之下，“具有多维具象性的权力”到底以什么样

的形态存在？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和福柯等学者所论述的规训式权力相比，“具有多维具象性的权力”

* 本文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网络社会视野下的数字媒体文化研究”（2017110710）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耘耕，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上海，200433）。
a Manuel Castells,“A Sociology of Power: My Intellectual Journe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 4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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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 2016 年的一篇学术自传中，网络社会理论的缔造者曼纽尔·卡斯特坦陈，在他从城市社会学、

网络社会理论到传播权力这些纵横捭阖的研究主题中，始终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具有多维具象性

的权力主轴”。如何理解从福柯到卡斯特，从现代性社会到网络社会权力实践模式的转变，这是卡斯特在“信

息时代三部曲”中未及回答但对网络社会理论的完备却至关紧要的问题。信息与传播科技革命催生了新的网

络社会与虚拟的流动性文化，尽管技术和商业精英掌控着入网、网中和网络化的权力，但是具有编程和转网

能力的网民却在流动性的实践中分享了“网络创制的权力”。流动式权力的实践模式指认的正是这些数字媒

介网络空间中盗猎和游击者的始终在场，同时也是在数字媒体时代，技术与人在网络空间共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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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实践模式有何特殊性和必要性？有哪些网络社会的现象必须放在“具有多维具

象性的权力”的分析框架中才能得到有效解释？在网络社会中，权力的分配与转移是否必然像福柯设想

的那样以监视和规训为主要手段，而网民只能像是被黑暗塔楼发出的光亮时刻追踪的蝼蚁，无处可逃？

这些问题在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都未能得到有效的解答，然而却又是今天回应网络社会的

核心命题时所不能绕开的问题。本文试图将福柯和卡斯特重新拉进这场跨越信息革命新千年的对话之

中，从权力的视角重申在网络社会中权力实践模式的转变以及福柯的规训式权力的适用性和理论解释力

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在卡斯特的启发下引入“流动”的概念，以弥补规训式权力在面对诸如

“暗网”等网络现象时解释力的缺憾，进而重新思考流动式权力的实践模式在网络社会的独特意义。

二、从规训到流动：福柯与卡斯特关于权力的对话

传播与权力的关系是传播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日久弥新的话题。什么是权力？许多学者有过诸

多论述。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描绘了从古典时代到现代，权力是如何从一种公开展示暴力逐渐转

化为渗透于微观治理层面的技术。此种权力技术的展开是以人为对象，并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编排与分

配将作为权力对象的人置于权力的全景敞视之中，从而生成对人的规训之网。正如福柯自己所言，规训

是“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a 规训所标识的权力类型是一种散布于社会生活中的弥漫

性权力。现代社会的各种专业机构和体制都可以作为权力的节点，从而将与之相关的对象与主体收编在

凭借规训和微观的权力治理术连接起来的权力之网中。

福柯对于规训式权力的论述启发了卡斯特对于权力多元维度的思考。规训式权力不是强制性的权

力，其赖以实现离不开多元维度相互互动与结合。在福柯的理解中，规训式权力至少有三重维度不可忽

视：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传播关系（relationships of communication）以及客观能力（objective 
capacities）。b 这三重维度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规训式权力实践模式的多元维度。c

福柯关于规训式权力三重维度的论述部分展示了卡斯特所谓的“具有多维具象性的权力”是如何在

一个权力编织成的网络中生成并实践的。规训式权力最典型的媒介实践形式是以大众传播为主要方式的

传统媒介，比如书报杂志、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媒介形式借用福柯的话来说，是反向的全景敞视监狱。电

视通过对收视率的控制成功将观众的目光锁定在新闻场的磁力之中，并将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入资本

场的全面监控之中。当代消费主义指导下的电视广告就是这种反向监控的明证。

诚然，信息科技以及互联网，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带来的技术变革令福柯所描述的“全景敞视

主义”在这个时代愈发真实。尽管，在福柯所着力勾勒的“全景敞视主义”中，权力之网并不依凭现代

信息科技所编制的信息和数据之网。但是，在信息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网络社会中，作为权力中介的技术

监控才使得“全景敞视主义”和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权力之网变得愈发可见，同时也愈发地超越单一主体

甚至机构和制度主体的控制，而变成一个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

卡斯特自己坦陈，他对于权力的反思深受福柯的影响。d 在《传播权力》一书中，卡斯特认为权

力是“一种能够让一个社会行动者以有利于掌权者的意愿、旨趣以及价值观的不对称方式影响其他社会

行动者（们）的关系性能力”。e 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必须阐发的关键词：其一，权力是一种关系而非

a [ 法 ]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42
页

b Michel Foucault,“The Subject and Power”，Critical Inquiry, vol 8, no. 4, 1982.
c在福柯那里，权力关系指的是通过技术手段所形成的统治手段和局限，在不平等的前提下一群人对另一群人采

取行动的领域；而规训式权力实践甚少采用直接的暴力技术，而更多地使用话语和意义生产的技术，传播关系指涉的正
是在这个权力之网中，符号、传播、交往互动以及意义生产的领域；最后，如果意义与符号的生产体现的是权力关系的
表征层面，那客观能力则体现了规训式权力的实践层面，意义和传播如何影响乃至转化为物质、技术和劳动实践，也是
规训技术发挥作用的领域。Michel Foucault,“The Subject and Power”，Critical Inquiry, vol 8, no. 4, 1982.

d Manuel Castells,“A Sociology of Power: My Intellectual Journe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42, 2016.
e Manuel Castells,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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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权力只有在关系中才能成为可能；其二，尽管权力是关系意味着它是双向甚至多向的，但是权力

的关系却不是平等对称的，总有一方或多方强于其他，但这种强势又不是绝对的，甚至是可以逆转的。

综合以上两点，卡斯特进而将权力区分为两种类型：通过强制的方式运作的权力以及在指引行动的话语

基础上以建构意义的方式运作的权力。前者致力于破坏权力的关系性，因为一旦有关系，那么被权力影

响的一方会尝试各种方式反向地施加权力，即抵抗统治性的权力。所以，强制性的权力常常希冀通过暴

力来消灭抵抗的可能。然而，这种绝对之权力的不可实现性恰恰在于另一种权力运作方式的存在，即以

意义建构的方式运作的权力。依靠暴力实现的强制性权力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社会行动，它所造成影

响反而让被施压者重新确认权力本身的关系性，从而激发新的权力关系的回路。被施压者激活权力回路

的方式必然不是单纯的暴力，而是需要通过话语意义的重新建构实现。因此，权力的多元维度也同时被

激活，而暴力仅仅作为生成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不是绝对的权力依凭。事实上，从这个前提来

看，卡斯特和福柯的权力观并无本质差异，他们都在一个关系网络中确认权力实践的在场。那么，接下

来的问题就是，在卡斯特所勾勒的网络社会图景中，我们是否能够不加修改地挪用规训式权力来解释网

络社会的权力实践模式？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到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的论述，从网络社

会诞生的技术和社会历史语境入手，探讨数字媒介时代，网络空间中权力实践所依附的社会与文化结构

的根本性变革，从而理解规训式权力在解释网络空间中权力实践的局限性和新的权力实践模式的内涵与

特征。

三、信息传播技术革命与流动的网络时空

网络社会是贯穿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的核心概念。网络社会与其说是信息科技革命带来的后果，

不如说是与信息科技革命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革命本身。卡斯特将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技术社会

变革总结为三个相互缠绕的维度：其一是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运用；其二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网络化

趋势；最后则是由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以及被殖民地区风起云涌的社会民权与政治独立运动所推动

的自治文化的兴起。而这些自治文化又得益于互联网和手机通讯技术的扩展，进一步被强化。简而言之，

网络社会所要标识的正是由新的信息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网络化传播方式、网络化社会经济活动以及由网

络化社会引发的新的文化样态的研究。

卡斯特评价 20 世纪后半叶微电子学的发展“引发了一场革命中的革命”。a1947 年，美国新泽西州

的贝尔实验室发明了电晶体，成为后来电脑中所广泛使用的半导体的原型。1957 年，随着积体电路的

发明，半导体的制造成本大大降低，产量也随之飙升。1971 年，微处理器出现，一部电脑能够被放在

一个晶片上。在此之后，以微电脑为代表的更轻更快的信息处理终端很快被发明出来。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期，IBM 和苹果公司相继推出了个人电脑。至此，具有高速运算能力的微型计算机开始进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在 20 世纪之后，智能手机出现并快速发展，将人类带入了移动数字媒介时代。

20 世纪 70 年代，与微处理器和微电脑几乎同步发展的是一种基于节点（node）技术（电子交换器

和路由器）与新连接方式（传输技术）的结合而产生的一种革命性的网络技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

知的“互联网”技术。世界上的第一个电脑网络在 1969 年 9 月 1 日上线，称为“先进研究计划局网络”

（ARPANET，奥普网络），这项基于军事和情报目的的网络计划是当今互联网最早的雏形。20 世纪 90 年

代之后，被全世界人们广泛使用的全球信息网（world wide web）是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明的。自此，

具有高效信息处理能力的微电脑和全球互联网的出现共同将人类推向了信息技术革命的轨道。

在卡斯特看来，电子数字媒介所代表不仅仅是信息、符号的物质载体，而且是更具有根本性的传播

本身，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传播过程和方式，而文化正是由传播过程所构成的东西。文化是由沟

通和传播过程所组成，而一切的沟通形式又奠基于符号的生产和消费。而电子数字媒介的出现所改变的，

a [ 美 ]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50 页。



-62-

正是曾经人们赖以生存和交流的沟通模式。这种沟通模式的电子整合所诱发出的不是一个虚拟实境，而

是一个真实虚拟的世界。这意味着“在这个系统里，现实本身（亦即人们的物质与象征存在）完全陷入

且浸淫于虚拟意象的情境之中”。a这种沟通系统的根本性变革是文化变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

信息传播技术和电子媒介改变了人类生活中时间和空间的意义。时间变成了无时间的时间，而空间则逐

渐改变为流动空间，即在文化上没有故乡的空间。

“流动的时空”是理解卡斯特所描绘的网络社会中文化变革的关键性基础。在网络社会中，时间和

空间的关系被卡斯特表述为“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b 由于新的电子媒介所形塑的沟

通和传播网络能够突破时间的障碍，实现跨越空间的共时性传播，因此，作为这种共时性传播的物质空

间也被赋予了流动性。媒介技术作为流动空间的物质形式和网络时空的流动性共同造就了一种真实虚拟

的文化。

首先，这种文化生成于虚拟空间之中，但却具有拼贴的现实性，他将现实的文化符码在流动空间中

加以组合、拼贴，然后重新嵌入到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之中，从而赋予网络时代的文化一种特殊的“真

实虚拟性”。此种“真实虚拟性”抛弃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模糊了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从而传统的文化

在其中流动、融合，新的文化符码在这个时空中被不断生产与消费。这些符码构成网络时代独有的新文

化。

其次，数字媒介导致了一种新型的互动式虚拟社群的诞生。这些虚拟社区聚集在网上，是由线下更

加区隔、分化的受众组成。卡斯特承认新电子媒介并未完全脱离传统文化，并且虚拟社群的受众也在一

定程度上复制了他们线下的区隔和身份认同。但是多媒体却创造了一个更具多元性和和包容性的文化场

域。在这个意义上，真实虚拟的文化不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但却是一种同时容纳了多种文化的新文化。

在这种“流动的时空”当中，文化的再造与创生成为新的权力实践场。电子网络突破了既有空间的

限制。面对不断流动的电子时空，全景敞视变得不可想象。监控塔的探照灯永远只能在公开的时空中搜

索，而对于不断变化的电子游击和新时空的创制，却显得无能为力。

万维网（www）最初的创造是基于平等主义理念的尝试，它并非基于奥普网络（ARPANET）的情

报控制理念，而是基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骇客文化。尽管不断地有研究表明，当代的互联网实践，尤其

是搜索实践出现了寡头垄断的趋势。c 然而，在更为细致的研究中，有学者不但揭示了始自平等主义理

念的互联网早期实践并没有完全消失，d 他们还以更隐秘和流动的方式存在在广阔的“暗网”空间中。e

如何描述这种游击式，而且对于“全景敞视主义”来说无法监控到的网络死角，规训式权力显然无法更

有说服力；其次，当代信息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后果令传播与文化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如

果说，在规训式权力的结构中，传播关系还附属于文化关系，那么在信息科技所带来的颠覆性变革之后，

文化开始融入传播之中。用拉什的话说：“文化进入到传播的世俗秩序”之中。f 传播本身成为了文化

唯一可能的前提和存在基础。换句话说，规训式权力将传播关系视为与权力关系和权力技术（客观能力）

并行的维度。但在网络社会中，传播关系或曰流动性本身就同时是权力关系和技术，而所谓权力的多维

具象性是在权力实践的流动性中生成的权力互动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规训式权力无法捕捉此种文化

的传播性或流动性，从而无法直面诸多在网络社会不断生成的话语或实践争夺。因此，将“流动”的概

a [ 美 ]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 463 页。
b [ 美 ]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 505 页。
c Min  Jiang,“Search Concentration, Bias, and Parochial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ogle, Baidu, and Jike’s Search 

Results From China”，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64，no.6，2014. 
d Todd Wolfson,“Activist Laboratories of the 1990’s”，Cultural Studies, vo. 28, no.4, 2014. 
e Robert W Gehl,“Power/Freedom on the Dark Web: A Digital Ethnography of the Dark Web Social Network”，New 

Media & Society, vol. 18, no.7, 2016.
f Scott Lash，“Power after Hegemony: Cultural Studies in Mutation?”，Theory, Culture & Society，vol.24，no.3，

2007.



-63-

念赋予网络社会的权力实践不是为规训式权力增加一个重要的维度，而是取代规训本身，而在“流动”

中重新发现网络社会中权力实践的多重维度。因此，一个基于“流动”的权力实践模式正在数字媒介时

代呼之欲出。

四、编程与转网：网络社会的流动式权力

数字移动媒体的技术颠覆了传统媒体中心化的权力掌控。在某种意义上，互联网是不属于任何

主体的，信息的自由流动与权力的自由流行是信息网络的必要存在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以 Facebook, 
Twitter 以及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只有管理者而没有拥有者，因为他们的内容和与信息内容

相关的话语意义都是无数的用户主动创造而非管理者所直接规定的。由此推论，媒介不再是权力的拥

有者，而成为一个权力运作和流动的空间。网络社会同时也是权力网络社会，是一个由多元的信息和权

力流动网络交织而成的社会。因此，重新审视网络社会中权力实践的多元维度就显得尤为必要。在作为

对“信息时代三部曲”具有补充意义自我评传中，卡斯特提出了四个网络社会中的权力维度，分别是：

入网的权力（networking power）、网中的权力（network power）、网络化的权力（networked power）以

及网络创制的权力（network-making power）。a

在这四个权力维度中，入网、网中以及网络化的权力都还是主要掌握在资本化的技术精英、民族国

家以及全球金融市场手中。这三个权力维度基本可以用规训式权力实践来解释。然而由前三种权力维度

引出的是在网络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形式不再是寻求在网络中影响其他的社会行动

者，而是更加注重作为承载这些权力的网络本身的创制和生成能力。这种权力，卡斯特称为“网络创制

的权力”。而在笔者看来，网络创制的权力是网络社会中真正具有流动性的权力。也因此，它对于理解

数字媒介网络的权力实践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络创制的权力”包含两个维度，其一是编程（Programming）的权力，指的是“创构网络并对网

络初始目标编程 / 再编程的能力”。b 其二是转网（Switching）的权力，指的是“通过分享共同目标及整

合资源的方式连接并确保不同网络之间合作”的能力，同时以策略性合作的方式排除来自其他网络的竞

争。c在网络社会之中，权力有两个基本来源：对传播网络的控制 d以及对不同的战略网络连接点的控制。

掌控前一种权力来源的是新一代的网络精英，他们首先是技术精英，在 2017 年的《财富》杂志评出的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50 为商界领袖中，有 18 位来自 IT 科技公司或互联网公司的领导，包括腾讯董事会

主席马化腾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等，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 48 岁，最年轻的滴滴出行首席执

行官程维更是只有 34 岁。e 这批精英不论在年龄上还是媒体和网络的曝光度上，都远远超越他们在传统

行业的前辈们。换句话说，这些人物所代表的新兴的技术精英是当今网络社会中编程权力的第一掌控者，

技术和符号权力为他们提供了入网最初的通行证，并且在资本和政治的加持下成为海平面之上网络冰山

的权力持有者。然而，“互联网从来都是复数形式”，f 当我们去追溯互联网产生发展的历史时，会发现

多元平等主义的理想正是互联网诞生的原动力。即便在今天这个网络平台被高度垄断化的时代，追求多

元平等主义的网络实践也从来没有消失。反而借由网络时空的流动性创生出更多复数的网络。而参与这

种权力实践的形式，就是由转网的能力所保证的。换句话说，在满足简单的技术门槛之后，即便不掌握

编程的网民可以通过转网实现流动。而掌握编程能力的网民（黑客、极客以及熟悉网络工具的网民）更

a Manuel Castells,“A Sociology of Power: My Intellectual Journe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42, 2016.
b Manuel Castells,“A Sociology of Power: My Intellectual Journe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42, 2016.
c Manuel Castells,“A Sociology of Power: My Intellectual Journe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42, 2016.
d具体来说，传播网络的控制指的是“创造有效话语以及促成有利于那些将成为网络编码者的传播与说服能力”

的权力。Manuel Castells,“A Sociology of Power: My Intellectual Journe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42, 2016.
e杜思思等：《2017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50 位商界领袖》，《财富（中文版）》2017 年 4 月第 200 期。
f Kevin Driscoll & Camille Paloque-berges，“Searching for Missing‘Net Histories’”，Internet Histories, vol.1, no.1-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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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能够在流动中创制新的网络空间，至少也是丰富了数字媒介网络的多元层次。藉此，他们可以在数字

媒介网络中与技术与商业精英分享“网络创制的权力”这种权力也正是卡斯特所谓的“对抗的权力”。a

然而，此种权力常常并不采用直接对抗的方式，而是剑走偏锋，避其锋芒，充分利用网络时空的流动性

实现。因此，相较于规训式权力的实践方式，笔者认为将之指认为流动式权力更恰如其分。

五、暗网：一个流动式权力实践的案例

如今，我们广泛使用的万维网（www）诞生于平等主义的理念。其创始人蒂姆·伯乃·李正是在

USENET 宣布其诞生的。除了 USENET 这样由学生创建的网络空间，在互联网出现早期，在世界各地

还有许多此类基于平等主义的理念的网络实践，比如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政府推行的 Minitel 网络以及

90 年代的 BURN ！项目等。b 尽管在今天，这些早期的平等主义实践已经纷纷破产，互联网也开始进入

一个垄断寡头的时代。然而这些平等主义实践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流动到了复数的网络空间之中。“暗

网”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实践案例。

暗网（Darknet 或 Dark Web）是“只能用特殊软件、特殊授权、或对电脑做特殊设置才能连

上的网络，使用一般的浏览器和搜索引擎找不到暗网的内容。暗网的服务器地址和数据传输通常是

匿名、匿踪的。”c 接入暗网需要特殊的“洋葱”路由器（Tor）。Tor 的核心技术是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为保护美国情报通讯而开发的软件。“洋葱”路由器

正式发布于 2002 年 9 月 20 日。之所以形象地将其称为“洋葱”，是因为“其结构就跟洋葱相同，即每

个路由器间的传输都经过点对点密钥（symmetric key）来加密，形成有层次的结构。它中间所经过的各

节点，都好像洋葱的一层皮，把客户端包在里面，算是保护信息来源的一种方式，这样在洋葱路由器

之间可以保持通讯安全”。d 长期以来，关于暗网有两种观点。其一，暗网是法外之地，充斥着各种非

法和禁忌的内容，需要强力的管制。比如 2009 年开始，暗网上所出现的名为“丝绸之路”（Silk Road）

的黑市网站，贩卖毒品、枪支和各种违禁品，而交易是以比特币的形式支付的。虽然 2013 年，这个网

站被 FBI 查封，但是由于暗网高度的匿名性与隐蔽性的特征，依然成为滋生恐怖主义和非法交易的温床。e

其二，正因为暗网的匿名性与隐蔽性，网民可以无视无处不在地进行网络监视和搜索以及社交媒体的垄

断，表达观点，并组织各种活动。f 暗网具有“媒介意识形态”。g

然而，如果延承福柯和卡斯特的思路，进入网络社会的权力实践，将会发现，藉由流动性空间的特

征，网民得以穿梭在不同的网络之间，然而，此种流动性却不是绝对的，它同样受限于权力实践的能力

前提。暗网的案例正是说明了网络权力实践本身的流动性，即可能冲破原有的规训式权力所圈定的领域，

但同时又成为某些具有转网能力网民的特权地带，成为流动式权力所创制出的新的网络空间（见表 1）。

a Manue Castells,“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1, 2007.

b关于这些互联网项目的更详细资料，请参见 Julien Mailland,“Minitel, the Open Network Before the Internet.”，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7/06/minitel/530646/, June 16, 2017；Kevin Driscoll & Camille Paloque-
berges，“Searching for Missing‘Net Histories’”，Internet Histories，vol. 1，no. 1-2, 2017 以 及 Todd Wolfson,“Activist Laboratories of 
the 1990’s”，Cultural Studies, vo.28, no.4, 2014. 

c维基百科“暗网”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A%97%E7%BD%91，2017 年 9 月 10 日。
d维基百科“Tor”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Tor，2017 年 9 月 10 日。
e Hsinchun Chen et al.,“Uncovering the Dark Web: A Case Study of Jihad on the Web”，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59，no.8, 2008; Alexia Maddox et al.,“Constructive Activism in the Dark 
Web: Cryptomarkets and Illicit Drugs in the Digital‘Demimonde’”，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19, no.1, 
2016. 

f Alexia Maddox et al.,“Constructive Activism in the Dark Web: Cryptomarkets and Illicit Drugs in the Digital 
‘Demimonde’”，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19, no.1, 2016. 

g Robert W Gehl,“Power/Freedom on the Dark Web: A Digital Ethnography of the Dark Web Social Network”，New 
Media & Society, vol.18, no.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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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查德·约翰逊和斯科特·拉什关于后霸权的论争中，a 拉什区分了两种权力的形式，拉丁语的

potentia/ 法语的 puissance 以及拉丁语的 potestas/ 法语的 pouvoir。前者指涉了一种由内而生的权力形式，

它是一种人类可以藉此拓展并连接创造性和创新性实践的能力；后者指涉了一种恶性的权力，它始终以

奴役和扩展殖民地的方式存在。这两种权力的斗争是始终并存的关系，而前者的存在正是后霸权时代的

显著特征。b 在今天数字媒介网络中，网络寡头们正在加速向原本开放边界的网络空间进行权力扩张。

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媒介网络没能脱离全球资本网络的循环逻辑，愈来愈被少数掌握资本和技术的权力

精英所垄断。然而，正如在暗网案例所能看到的，数字媒介网络所具有的流动性辅以权力主体编程和转

网的技术能力，至少能够部分突破资本在网络空间编制的牢笼，从而使得数字媒介网络中的权力能够真

正地流动起来。因此，在规训式权力所编织的全景敞视之网中，流动性赋予了数字媒介网络另辟蹊径的

可能，在以编程和转网能力为基础的前提下，“网络创制的权力”赋予了匿名的不确定主体开辟新的网

络空间和在不同的网络空间间游击、盗猎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为未来多层次，多元维度的数字媒介网络

的不断展开和生成创造了条件。

六、结语：网络权力实践的模式转变

那么，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首先，具有多维具象性的权力正是在数字媒介网络中，

藉由流动性不断创制新的空间层次甚至新的网络空间本身的权力实践。其运作是藉由权力主体的编程与

转网能力实现的，即卡斯特所谓的“网络创制的权力”。暗网即是此种权力实践在数字媒介网络中的最

佳说明。

其次，相比于规训式权力，在勾勒数字媒介网络的权力实践图景时，流动式权力有何特殊性和必要

性？必须承认，福柯的规训式权力不是专门用来描述网络社会的，他自己可能都无法设想在互联网和数

字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他所描绘的“全景敞视主义”才变得如此触手可及。然而，网络空间不同于现

实空间的是，规训与反规训并不总是处在同一个固定的时空之中，而是在多元的生成性网络中时刻流动。

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对权力关系的加工以及“通过新兴知识的形成与积累而实现的权力效应的扩大”

并不总是同步的。c 规训式权力的存在也必须适应网络空间的流动性才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德·塞杜

曾经将这种在一个时空文本之上开辟新空间的行为称为“盗猎”（Poaching）。d“盗猎”不仅仅是在旧

有空间中的对抗，还是将流动性灌注到既有空间之中。“转网者”可以随时改变规则，而不必囿于明网

空间已经形成的规则。数字媒体和网络空间为这种盗猎提供了技术可能，将明网的交易和游戏规则加以

a Richard Johnson,“Post-hegemony?: I don’t Think So”，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24, no.3, 2007 
b Scott Lash，“Power after Hegemony: Cultural Studies in Mutation?”，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24, no.3, 2007.
c [ 法 ]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 251 页。
d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 Rendall tra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165.

规训式权力 流动式权力

权力主体 “不可见”精英 多元流动主体

权力主体的代言人 商业技术精英 反商业技术精英

权力形式 结构化网络 流动化网络

权力维度 权力关系、传播关系、客观能力 入网权力、网中权力、网络化权力、网络创制权力。

权力实践方式 全景敞视 网络游击与文本盗猎

媒介形式
书报杂志、广播电视、门户和非定制类新闻网站、
社交媒体

数字信息网络、移动媒体、另类媒体

网络组织 Google、Facebook、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WikiLeak、Sci-Hub、Pirate Bay

传播 / 文化现象
搜索霸权、眼球经济、广告、时尚消费、社交
媒体

暗网、比特币、粉丝公众、黑客、Linux

表 1                                                  规训式权力与流动式权力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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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就可以运用到暗网之中。电子货币变成虚拟货币（如比特币、区块链）、付费下载变成免费分享、

知识变现可以转化成打破知识的壁垒。“盗猎”成为游击主义式网络实践的最重要形式。

“盗猎”的另一个侧面是对自由和流动性的保护。尽管在 Facebook、Twitter 以及国内的微博、微信

等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开发者都主动设计了隐私保护的设置，并且研究者发现，对于这些设置的使

用，不同环境下的用户具有自身的主动性和主体意识。a 但是，能否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隐私设置的权力

却始终掌握在技术拥有者的手中。而在流动性权力的实践中，流动性和匿名性是参与实践的前提，因为

只有流动和匿名的自由，才是流动式权力实践的来源保证。

最后，尽管规训式权力尝试避免强制性权力的窠臼，却依然忽视在流动性时空中，人与技术共同融

合而具有的新的能力。这种能力正如黄旦所言：“传媒有‘一种像水那样的特性’，具有‘流动的逻辑’，‘它

把所接触到的东西都置入流之中’，最终，‘任何一个服从于这一传媒的行为都是一个组合事物。我抓住

了它，它也抓住我’”。b 在流动时空中，就更是如此。对当代网络结构和行动的分析，离不开对此种流

动式权力的体认。兰斯·班尼特指认了在数字媒体时代抗争性政治所秉承的“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的逻辑。此种逻辑正是借由不同网络之间的连结性和流动性出发的信息分享机制，从而使得传

播能够达成。权力的争夺能够在不同网络的流动和连结之间完成。c 而能够触动这一逻辑的，正是那些

在网络中不断游击、盗猎，并且能够在不同网络连结的节点上随意转换的转网。在一个全新的数字空间

中，他们可能是网络间匿名的多数派，也同样可以成为编程者，从而使权力重新流动。这便是数字网络

空间中流动式权力实践的逻辑。

责任编辑：王  冰

a Hai Liang et al.,“Privacy Protection and Self-Disclosure across Societies: A Study of Global Twitter Users”，New 
Media & Society, vol. 19, no.9, 2017.

b黄旦：《报纸革命：1930 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年第 6 期。
c Lance Bennett & Alexandra Segerberg,“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15, no.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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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n particular, the practice dialectics an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theory of pan-productive 
forces caused by the practice dialectics essentially counteract the basic methodological standpoint and theoretical 
insigh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introspection of the practice dialectics itself has already indicated the 
possible path and direction to respond the development thesis.

On the Essence of Medical Skills: Aristotélēs and Phenomenology Tradition
� Chen Zhiguo  3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istotelia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tradition of Heidegger and Gadamer, 
deeply influenced by Aristotle, some common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nature of medical activities is quite 
problematic. For Aristotle, although the object of medical art is the body as natural thing, medical activity itself 
as an art, which belongs to productive science, has much uncertainty, and must be submitted to its fundamental 
aim unconditionally which called health. In Heidegger, medical art as a craft and body as a natural thing have 
some kind of interweav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activities, but the former could never replace the latter, and it 
should only play the function of cooperating and sustaining to natural body which essentially has the tendency 
of movement, especially of self-concealment. Comprehensively inheriting Aristotle’s and Heidegger’s thought, 
Gadamer did not only continue to stress the service role of medical art applied to natural body, but also required 
to use the art of medicine in the framework of reflecting practical reason, which means that, medical art belongs 
to a kind of human experience of self-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ll in all, according to Aristotle 
and phenomenological tradition, although the health of human body is related to medical art, it is first bound up 
with nature, the integrity of a human being, and the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From Discipline to Flowing: as a Transformation Model of Power Practice in the Digital Media Networks
� Li Yungeng  59
    In an academic biography by Manuel Castells in 2016, he claimed that running through the entire gamut of 
his academic life, power, in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its manifestations, has been recurrently the focus of 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However, in Castells’ reputed trilogy of the information age, how to make sen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actice of power from the society of modernity to that of network becomes the imminent 
puzzle that has yet been tackled. Tracing back to Foucauldian construct on power of discipline and Castells’ 
theory on network society, this paper aims to sketch out the means of practice and the premises on which power 
of flow operates. The boo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duces network society and virtual 
culture imbued with fluidity. It also facilitates practices in the dark web, which resembles guerrilla war across 
the nets. Though the technical elites and entrepreneurship still take a steady grip on networking-power, the 
minority of technological capable persons shares the network-making power, especially those with the capacity 
of switching and reprogramming which enables the practice of flow in digital nets. Power of flow evinces the 
perpetual presence of the digital guerrilla and poacher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technology and human beings in 
an era shaped by the various networks of digital media.

From Currency to Gift: the Mechanism Modeling the Social Grade Order and the Strategy for Optimizing 
That
� Li Xiuhui  67
    Modern society is a market society based on currency exchange and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which 
consequence is the social disorder caused by economic crisis and polariz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Money i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odern society order, causing comprehensive stratification of society through the 
social value commensuration, economic wealth centralized and control of national policy. Gift is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 in establishing ancient social order, in which people try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give more 
gifts than others to get higher social status and prestige. From the result of social resource configuration, two-
way transfer mechanism of gift, which is to give property to obtain social reputation, is better than the one-
way flow of money, which brings together all resource to the top of society. In a word, gift logic has important 


